
您现在的位置： 近代中国研究 >> 专题研究 >> 中国革命史 >> 文章正文

近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    

近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

作者：王继凯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

近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 王继凯 

  [摘要] 近年来，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呈现多样化深入、互动中前进的活跃局面。本文概述了大

成果和特点，评析了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出发地、会师地、里程、重要会议、领导层变迁、密电

究方法，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和推进研究深入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 红军长征；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呈现多样化深入、互动中前进
问题上取得重要新成果，也反映出研究中存在的学术难题和不足之处。  
  一、主要研究成果及特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批有价值的长征史研究专著、文档资料和
  出版的代表性专著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史著作，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
长征全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等。二是通史
相结合的著作，如石仲泉的《长征行》、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
是重要专题研究著作，如陈宇的《谁最早口述长征》、徐占权的《解读长征》、
著各有特色，百花齐放。  
  整理编辑的有关文档资料主要包括：一是出版了一批回忆录、长征日记等，如李海文主
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红军长征记--亲历者说》、《杨尚昆回
忆录·红军岁月》、《赖传珠日记》等。二是将大事记、回忆录和历史档案等综
的《长征档案》。三是部分报刊如《党的文献》、《百年潮》、《解放军报》、《北京
载了一些回忆长征的文章。  
  再则，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论文，或对重要热点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或
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综观上述成果，这一时期大陆的长征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长征通史研
军事科学院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是以各路红军的征战历程为基本框架编
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以红军长
搜集了不少新材料；有些通史著作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开辟了学术新路。2、文
些相关研究论文外，陈宇还推出了专著《谁最早口述长征》，对20世纪30年代记
者、版本、内容、特点、价值进行了详尽的解析评注，是专门研究长征文献的力作。
热烈。如关于长征的出发地、会师地、长征里程、"密电"事件、遵义会议、中共
开了激烈争论，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4、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有的
入长征史研究，创新了研究范式，取得突破性成果。比如，杨炳章用"革命理想主
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上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构架了一套独特的研究体系和模式。
和研究相结合，推出了一系列新成果，其典型代表是石仲泉的《长征行》。5、
位。新世纪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2004至2006年间。党史研究这种集中于纪
利有弊。一方面，它可以集中整合各种力量推动党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
急功近利和非持续性。  
  近年来，台港澳地区出版的文著仅在中共党史及其他个别专题中论及长征。
析问题，或把红军长征史纯粹描绘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历史，偏离了历史的本
革命七十年》（台湾）、凌锋的《中共风雨八十年》（台湾）、高华的《红太阳
动的来龙去脉》（香港）等。但其往往表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高华所著
东的思想、实践及其对长征过程的矛盾运动的影响，有其独到之处。国外学者的文著也只是在某些
定侧面上涉及长征，主要有：俄罗斯与德国学术机构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
（1931－1937）》，其中选编了一些与长征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具有很高的
仁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党的生死考验和重获发展的双重意义；其他如英国学者Gray, Jack: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China f



rom the 1800s to 2000（《起义与革命:1800至2000年间的中国》）等，部分章
纪30年代的发展。总体而言，近年来台港澳及国外学者由于资料缺乏、史观偏执
远不如大陆学者如此广泛深入，但其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可以借鉴。  
  二、重要热点问题及研究方法评析  
  1、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  
  过去长期以来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造成
红军被迫长征。现在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因素等各个侧面，对这一
炫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内外环
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域的控制，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长彼消局面，更加
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
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力量存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其必然经历
败后，"华南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法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做好再次革命的准
社会在一个世纪里没有被触动过，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因而，20世纪30
难以在南方立足，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南方到北方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 上述分析
原因的认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战略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应该说，他们的分析坚
度，但也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客观必然性的矛盾？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2、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
化、长汀等。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
地域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
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
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
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
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
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这里出现两个"开始"，有些前后
清。  
  笔者认为，确定长征开始出发的时间、地点的关键是要弄清"长征"的概念，
一，长征的根本性质是战略转移，其最早开始的时间、地点应为战略转移计划开
二，长征作为一个事件时，是一个整体概念，要把作为整体概念的长征和各部队
虽然中央红军各部队长征出发的具体时间、地点不同，但这些逐步、分别实施的行
义，可以在某些历史叙述需要时，作具体说明。其三，"开始长征"本身是一个逐
程与整体开始的标志区别开来。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各部队分别出发--到预定地
从属于整体的战略转移计划的，在这一系列"开始"中，只能以中央最早开始实施
始的显著标志。据此可以确定，整体而言，长征应为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
有自己具体的出发时间、地点，于都应为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3、关于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地点  
  原来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
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县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这两次会师联系一起
近年来，宁夏党史研究室的邢万莹等提出了三军会师同心城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是：
都是两个方面军的会师，不能叫"三军"会师。而1936年11月初，准备进行山城堡
到同心地区，并于12日在同心城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三个方面军的100多位高
此，一些老同志回忆说"三军会聚同心城"。所以同心会师是真正的三军大会师，而且比任何一次
整、更全面、更具体、档次更高，也最合情理。对于此说，石仲泉认为可以讨论
问题：一是有无原始文献依据；二是会师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会宁会师
  笔者认为，"三军大会师"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一方面，它在历史上是具有特定政治意
渊源是会宁会师的第二日，即1936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
文献说明，中共中央所讲的"三军大会师"，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来定位的，而不一定是三
触，所以中央在三军部队还没有完全走到一起时，就强调了三军"在甘肃境内的
史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一是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



增强了革命力量；二是最终挫败了国民党将红军分割围歼的企图，宣告红军长征的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对抗日战争和全国国内政治关系，都
是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证明红军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好朋友，
见，如果单纯从具体地点上理解三军大会师，就没有抓住其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本
面，"三军大会师"又是一个政治意义和具体地点相结合的概念。"三军"在甘肃境
会宁和将台堡，三军大会师也就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所以，在
天，即1936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
军会师问题已经解决，红军要执行新的任务了。上述分析说明，把会宁和将台堡作
有实质上的政治意义，符合其特定的历史涵义。至于20天后的"三军会聚同心城
城堡战役，以粉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红军"追剿"，是部队转移部署的结果。所以，
参加，但主要是形式意义上的会师。  
  4、关于红军长征里程  
  英国的两位青年于2002年至2003年重走长征路之后，向媒体发表谈话说：长
000到13000里；如果要说25000里，也许就得把当年红军其他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此
大波，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  
  澄清长征里程问题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少学者及有关研究机构关注了
是，通常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各路红军都走了两万五千里，而是指红一方面
队所走的里程。中央党史研究室李海文撰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一方面军长
只多不少：第一，作者依据红军1937年统计的原始资料，将当年红一军团直属队
国青年所走长征路线经过的地点和里程进行逐一对比，发现由于行走路线有很大出入、交通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等原因，英国人所走的长征路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容易、走得少，起
的路程。第二，"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来历是：1937年统计的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
天；当年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计
里。这里之所以不扣除途中休息的天数，因为中央机关所走的路最少，作战部队
三，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地方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直接指导
三军团的长征路，其汽车里程表显示为23000公里，又有步行2000里，共48000里。而由于山高路
这还没有完全走完当年红军所走的路线，所以即使扣除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远远
  关于其他红军长征的里程，一般认为，按各路红军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
四方面军长征一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为六万五千余里。
这些数字，包括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都只是推算和略计的约数。由于
力量，似难以研究清楚各路红军长征的精确里程。所以，学术界应和有关测绘部
题，这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5、关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一直是长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年来的典型成果如下。  
  第一，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1945年《
议》和1981年《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肯定遵义会
中央的领导地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20世纪
的观点 。9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
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也有学者提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
东还不是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
流观点重新确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或"
央的领导"。 上述学术演进过程的实质和焦点是在两个方面对党的决议的观点进
具体职务和实际领导作用的关系上，是否可以确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
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上，是否可以确定"毛泽东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结论。
题上，必须弄清的两个层次的实质问题。  
  笔者以为，解决第一层次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领导"和"领导地位"的含义。
是带领、引导，二是处于带领、引导地位的人或职务。"领导地位"显然应指抽象含
用，而不一定必须担任特定的领导职务，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特有现象。在遵
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被当时的领导层所接受，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他所
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没有问题。有些学者在探讨这一
它混同于"毛泽东是否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者）或最高领导（者）"，这实际是第二
  解决第二层次的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认为，从1935年遵义会议直到



名义上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是毛泽东。六中全会之后，张闻
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从1939年初起，张闻天实际上已不再在党内负总责。1943
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毛
人。 因而，从实质上看，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已经是党的领导核心，只是
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其领导地位也不是完全巩固的，此后先经打鼓新场风波，继
战。即使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而言，其正确思想被全党全军完全领会并
历一定过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的继续斗争中，逐步
符合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本身是一个渐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
况下，我们只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确定这一问题的质。  
  第二，关于遵义会议与会者的身份。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认识当时共产党和
变，并进一步探讨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对此主要存在两点分歧：一是对
还没完全弄清；二是对与会人员的分类有不同观点。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参加遵
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候补委员，并把与会人员分为出席（包括政治局委员、候
负责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18人）和列席（李德、伍修权）两类 。但是，杨
加者应为除了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伍修权和邓小平之外的18名党和军队高级领导
当时不是主要领导，只负责会议记录，伍修权是翻译，他们都是会议工作人员。 曾景忠的
与会者分为三个层次：会议主体即正式出席者--所有政治局成员；扩大参加者--
军事顾问；会议工作人员--记录、翻译。他还对与会者的身份进行了深入考证，
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会议结束后，又增加毛泽东；朱德是否政治局委
祥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石仲泉从王稼祥当时的各种表现--出面提议召开
舆论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在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他发言之后还抢先发言--
不像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角色，而应为政治局委员。 对此问题还有待进一
发还从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人数，提出了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张国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大陆学术界不能回避，而应本着学术与政治、理
以认真考证和科学阐释。  
  6、关于长征时期的中共领导层和人物研究  
  长征中党和红军领导层的演变是一个重要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
集团的具体研究。孙果达考析了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的成立问题，对通行多年的
为，新"三人团"成立的直接背景不是打鼓新场风波，而是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
立时间是在1935年3月17日，地点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作者还进
后红军的指导方针、指挥方式、作战方式和行动特征发生的显著改变及其影响，客
领导层和红军中清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惯性影响，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权
是对中共领导层的总体研究。杨炳章考察了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关系的
为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从革命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
述研究的实质都是要探讨中国革命由谁领导、怎样领导、向何处发展的问题，这
的全局为参照系来考察具体问题，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学者们还论述了中共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
征的重大贡献，丰富了长征研究的内容，但大多是总结性陈述，深入分析的少。某些
为，对个人的历史贡献，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具体分析，一要分清历史阶段，二要
论不符合唯物主义。  
  7、关于张国焘的"密电"事件  
  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又有一定争论
年9月9日给陈昌浩发出了密电，主要意图是要部队南下、否则武力解决中央，其罪
则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一"密电"。 石仲泉对此提出了三点比较中肯的意见：第一，
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档案查不到不能说明没有。第二，关键是"密电"的内容，"
据，重大党史问题一定要有文字根据。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问题
央"，搞分裂主义，"密电"只是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党史研究不能只顾猎
没有直接档案材料，这一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对这一事件的表述要科学严谨。
  8、关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出现了进一步挖掘长征意义的新成果。  
  杨炳章指出：对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
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的象征。他着重分析了长
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最初28年的历史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到毛



过程的话，那么长征则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明显的里程碑。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
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了中
治思想史角度研究长征意义，是一个创新。作者在其中运用的西学概念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又有根本不同，比如"政治现实主义"概念偏重于强调
性，更类似于政治实用主义。  
  还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学视角提出了"长征文化"的概念及其重要意义：长征的
献或文本，长期以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学术研究以及宣传、纪念活动等等，
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提供了
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此类跨学科研究方向应该坚
  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与今后努力方向  
  以上分析表明，近年来红军长征史研究成果显著，但仍存在诸多薄弱和不足之
入挖掘。  
  在研究内容上需要重视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要加强对长征中重要会议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遵义会议
的研究则很不够。红军长征中究竟召开了多少会议？每次会议的背景、时间、地
么？如何正确评价每个会议的地位、影响和相互关系？它们有哪些历史经验和启
楚。  
  第二，要加强红军长征中的文化、党建和政治工作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
政治斗争，而对党和红军的文化、党建和政治工作的研究，仅有初步探索。这些方面的工作是
有何显著特点和创新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文化发展、民族精神、党的建设
这些问题研究清楚，长征的历史叙述仍然是不完整的，也不能深刻地说明其他相
  第三，要加强对长征的分阶段研究。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曾经注意到对长
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石仲泉初步把长征进程分为四个或五个阶段。至今仍
的阶段划分为基础的系统研究的成果。对长征进程的阶段划分，涉及到对长征的性


